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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十八大”以来，国家对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然而小农水供给无效、投资效率低下
等公共资源治理问题却日益突出。社会—生态陷阱理论旨在解释不可持续行为难以摆脱的原因，在中国农村
具有理论适用性。利用社会—生态陷阱理论，分析广西灵山县Y村村民在中国农村基层水利政策三十年流变
过程中的策略选择，Y村村民经历了前陷阱、陷阱形成和尝试跳脱陷阱的三个阶段，最终未能成功跳脱社
会—生态陷阱。认为政策是影响社会—生态陷阱跳脱的关键机会变量，提高农田水利绩效需要真正以增进农
户福利为导向，继续尊重并重视村民在基层治水实践中的使用者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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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基层水利管理领域，自 2011年中央一
号文件颁布和实施以来，国家投入力度逐年加
大，小农水方面的制度供给和项目建设不断增
多，对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加快实现乡村振
兴目标有巨大作用。然而，政策决策者和管理者
也发现，在不断增加小农水建设和投入的同时，
小农水供给无效、投资效率低下等公共资源治理
问题却日益突出。本文尝试从社会—生态陷阱的
理论视角对这个现实治理难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社会—生态陷阱问题研究理论适用性
社会—生态陷阱 （social-ecological traps），
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意指在社会—
生态系统往某一方向变化时，系统内的行动者会
将资源有效率地集中投放到对应领域，待资源使
用及分配形成固定模式后，系统即开始走入发展
“陷阱”；这种发展陷阱，依赖自我强化机制，使
得系统内的行动者和生态系统本身会越来越呈现
单一发展趋向，失去多样性发展空间和大大降低
可持续发展能力[1-4]。
对社会—生态陷阱问题的关注，源于人们在
研究环境问题时发现：为什么一些不可持续的环
境开发行为或政策会保留或反复出现[5-6]？为什么
社会—生态系统的内部行动者，在应对社会—生
态陷阱问题时，很难跳脱原有机制[7-8]？
为了打破不可持续发展的魔咒，走出社会—
生态陷阱，对于社会—生态系统内部行动者应对
策略的问题研究开始引起学界关注[9-10]。一些学
者，基于机会（opportunities）、意愿（desires）
和能力（abilities）等概念，接续进行了有关社会
—生态系统内部行动者应对策略的类型研究和探
讨[10-12]。他们将人们应对社会—生态陷阱问题的
反应划分为五类，依次是：1）“结构性服从”
（thick conformity）。行动者鉴于既没有机会也没
有能力跳脱陷阱，只能自愿维持现状。2）“惯性
服从”（thin conformity）。行动者有能力改变社
会—生态陷阱问题，但缺乏这样去做的意愿，
因此会克制能力发挥，而维持陷阱现状。3）“屈
从”（resignation）。行动者有改变社会—生态陷
阱问题的意愿，但是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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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接受现实。4）“创新”（innovation）。行动
者有改变社会—生态陷阱问题的意愿和能力，通
常会用革新手段或方式破除陷阱。5）“求变”
（rebellion）。行动者有改变的意愿，但不具备相
应能力，然而依然不甘于现有处境。在“结构性
服从”“惯性服从”和“屈从”三个类型中，行
动者囿于外部环境机会的限制和对自身意愿、能
力的认知判断，会做出“维持陷阱”的策略选
择，即继续走原先的不可持续型的发展道路。而
在另外的两种反应类型“创新”和“求变”中，
行动者只要外部条件允许，不管能力是否具备，
都会做出跳脱陷阱的行为选择。
社会—生态陷阱理论，同样适用来理解中国
农村的基层治水实践。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
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政策资源、经济资源和人
力资源都在向城市倾斜，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走
出乡村参与城市建设，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和新
增基础设施都集中投放在城市空间[13-15]；相反，
留在乡村场域中的行动者，面临的是乡村人口
“空心化”劳动力不足、乡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堪忧的社会—生态陷阱[16-18]。
针对以上问题，很多学者从公共品投入、制度供
给、市场化等角度进行了广泛讨论和思考[19-21]。
笔者发现，这些研究大多从外部条件的改变着
力，鲜少关注场域内部行动者的自身认识及应对
策略。
事实上，行动者在不同情境中面临不同外部
机会时，会过滤出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行为选项，
再依据自身能力和意愿确定其反应策略，这样的
过程构成了农户在基层治水实践中的行为决策机
制。首先，在农户面临的机会维度上，有学者提
出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打消农民参与小农
水治理的经济顾虑，提高农民自主合作参与水利
建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意识[22-24]；有学者强调制度
框架和政策安排对于农户行为的重要塑造作用，
认为加强村级组织在水利资源分配中的整合分散
作用，推动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向诱导型
模式转变，有利于促进农民自主开展水利合
作[25-27]；有学者则认为农民参与小农水自主治理
的机会大小取决于基层政府的承接作用，包括向
上争取支持和向下组织动员的可能性[25]。其次，
在农户的参与意愿维度上，农业生产收入在收入
结构中的占比，决定了农民是否依赖基层治水实
现增产增收[28-29]，农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农民倾向
于开展小农水合作治理[30-32]，收入比重较低的农
民则倾向于自我管理或搭便车[33-34]。再次，在农
户拥有的能力维度上，有学者认为农民的人均收
入状况、家庭收入结构、筹措资金能力、村财水
平等直接影响其水利建管参与水平[28, 35-38]；有学
者强调自组织合作治理的经验和水平是农户参
与能力的重要成分[39-40]；另一方面，劳动力结构
及其水平也构成了农户参与能力的重要内容[36-41]；
社会资本也是农户参与水利建设应具备的重要能
力[42]。
本文以基层水利治理问题为例，循着中国农
村基层水利政策的三十年流变，阐述广西灵山县
Y村的案例经验逻辑，分析乡村基层用水者的主
体——农民，作为政策的接收者和直接受影响对
象，不同阶段其主体认识和应对社会—生态陷阱
的不同策略选择，及其对后续基层治水管理实践
和相关对应政策的影响。
二、广西灵山县Y村基层水利
治理问题分析
Y村行政上属于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位于省
会南宁的东南方向，是典型的农业传统县。2016
年全县农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20%，农
民人均年收入约 10 600元。灵山县作为全国
“农田水利建设先进县”，每年对其所辖范围内
基层水利的项目建设投入和政策投入都具有一
定规模。
反应类型
结构性服从（thick conformity）
惯性服从（thin conformity）
屈从（resignation）
创新（innovation）
求变（rebellion）
机会（opportunity）
×
×
×
√
√
意愿（desire）
×
×
√
√
√
能力（ability）
×
√
×
√
×
策略选择
维持
维持
维持
跳脱
跳脱
表1 应对社会—生态陷阱的五种反应机制及其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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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村有 5个生产队，全村人口 2 450人，共
529户。村庄大部分人为“韦”姓。整个村庄地
形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丘陵地貌，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2.6摄氏度，年降
雨量为 1 745.6毫米。Y村位于大型灌区灵东灌区
的末端，主要农业灌溉水源来自大坝及小河沟蓄
水。目前全村共有水田 960亩（其中 100亩为开
发区征用地），水稻是主要作物，人均耕地不足
4分，呈现典型的“人多地少”的特征。在农业
生产实践中，灌溉对于农业的稳产增产作用尤为
重要。结合Y村情况可以发现，推动基层小水利
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当地村民及水利管理部门来
说，具有实现农业增产增收、振兴乡村的重要战
略意义。
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经搜集数据资料：
一方面，主要数据源于 2017年 8月调研团队在广
西灵山县的田野调查。调研团队对灵山县水利
局进行了半结构化式访谈，以获得灵山县人口、
耕地等基本信息，了解该县近 30年间基层水利
管理改革实践、政策资料，以及水利项目工程
设施已建设情况等；在Y村村部访谈村情村貌、
水源耕地情况、水利设施、不同阶段农民参与条
件和水平等内容。另一方面，调研团队还查阅
了灵山县自 1986年以来的年鉴资料，以保证案
例材料的完整性并形成全景性、全过程的经验
逻辑。
（一）前陷阱时期：集体经济时代Y村的集
体治水
20世纪 80-90年代，Y村耕地面积为 1 517
亩，人均耕地面积0.59亩。全村共有1960年代修
建完成的大小水坝 4座，每座灌溉面积约 300~
400亩；同时拥有4座泵站及政府提供的3台抽水
机，村里包括毛渠在内的灌溉渠道长达 16公里，
耕地有效灌溉比为66%。这个时期，Y村村民约有
2 600人，其中大部分在家务农。依靠充足的青壮
年劳动力，村里的小水利设施得以定期维护并能
长期稳定运行。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基本依靠
农业种植，年人均收入530元，同期广西年人均收
入873元，全国年人均收入954元。这时，对于Y
村的村民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增产增收。
从机会维度来看，一方面，“两工”制度加
强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明确了农民与基层水利
的责任边界与分工。1991年，国务院颁布《农民
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每个农村劳动
力每年投于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平均 10~20个
工作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增加。“两工”制度
在广西各级政府颁布的政策文件中逐级贯彻，Y
村当地市政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亦发布红头文
件，指示各区县要严格落实执行“两工”制度。
1993年灵山县人大正式通过并颁布《灵山县农民
负担管理条例》，条例规定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
应承担义务工 5~10个、劳动积累工 10~20个，主
要用于农民受益范围内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考
虑到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能力，基
层农田水利建设的筹资方式呈现基层化、劳务
化[43]。在“两工”及“包产到户、包修到队”的
背景下，村委、生产队定期组织兴修水利及管护
工作。另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的市
场经济体制仍处发育阶段，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
开放，交通的落后限制了村民走出乡村，这使得
村民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村庄依靠农业生产的
收入维持生计。传统农业生产中灌溉对于增产增
收有着重要作用[44-47]。水利的劳务化、组织化将
农民留在土地上，无法离开农业生产情境去城市
寻找薪酬更高的劳务性工作。
从意愿维度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
分农民进城务工的意愿相对较弱，20世纪 80年
代初期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较少，全国尚不足
200万人[48]。相对而言，农民参与建设和维护小
型农田水利设施的集体行动意愿则很强。“两工”
具有强制性，在此制度约束和规制下，农民对于
村集体和生产队有较高的依附性、归属感和认
可度，会自然地认为修建水利工程是自己分内
之事，因此有明显的较高的参与意愿；并且以
劳动力的使用替代农民的现金支出，在平均收
入较为落后的农村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因
此农民会欣然接受“两工”形式，参与水利建
设；此外，农民依然以务农为主，其田间灌溉需
求强烈，村民兴修水利的意愿也随之强烈，“也
不需要生产队长怎么叫啊，大家互相告知一下，
就一起去了，挑一下，挖通一下水沟，都很主动
的”①。
①来自对Y村村主任的访谈，201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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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力维度来看，一方面，村集体和生产队
因为承接了上级政府分配的小农水设备、建筑材
料和资金，不需要农民再额外出资，这适应了Y
村农民年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的实际情况，保证
了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维护拥有稳定而充足的资金
来源，为村民集体行动提供了能力支撑，“当年
都是村里出钱、出材料的嘛，不需要我们拿钱
的”①。另一方面，80-90年代大部分基层小农水
设施如土渠、坡岸修护等在技术特点上属于传统
水利工程。传统的灌溉方式，如塘堰清淤、河沟
清浚、拦河筑坝等日常水利管护依赖大量劳动力
的投入，以保证日常农业生产需要。需要注意到
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Y村外出务工者少，
大多数农村家庭的青壮年均务农于家中，农村劳
动力充足，各家各户均有能力按照“两工”要
求，分配劳动力参与当地小水库、池塘水坝等水
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而1994年之后，虽然随着
农民外出打工的兴起，Y村劳动力开始外流，但
其务农人口比例依然较高，能够维持正常的“两
工”出工要求，“过去都是生产队分到户，当时
没有那么多人出去打工哦，大家都自己去”①。
可以认为，这一阶段Y村农民仍具有较高的建设
和维护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能力。
基于上述资料，我们看到，在未进入社会—
生态陷阱的前期阶段，Y村的基层治水管理实践
处于有活力和有弹性的组织状态下。村民拥有充
足的参与兴修水利的集体行动的机会，充分的参
与意愿和参与能力，村中灌溉设施的修建和维护
以集体行动的组织形式为主，该村典型的集体行
动就包括“冬修水利”等。由于Y村灌溉设施维
护行动井然有序，每年定期维护，水利设施输水
状态良好，水坝、泵站及抽水机运转正常且充分
发挥效用，灌溉效益稳定提升。
（二）社会—生态陷阱的形成：基层集体治
水机制的瓦解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进城务工机会向农村人口开放。2003年，灵山
县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5 831元，而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却只有 2 618元②。在城乡收入差距的
现实因素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离开乡村
场域进城务工。21世纪初，农村外出打工人数呈
指数式增长。Y村位于广西东南部，毗邻广东，
外出务工的农民激增，交通的顺畅也使得农民出
外打工更加便利。由于大量劳动力的外出，农民
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务农不再是其主要经济
来源，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一阶段翻了两番，截
至2013年该村人均年收入达到7 987元②。收入的
明显增加促使农村劳动力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场域
倾斜，村里的劳动力短缺情况日益凸显。这一阶
段Y村包含妇女、老人在内的村民人数仅余1 000
人左右。也就是说，乡村场域中包括水利等所有
农业生产活动都只能由这些留守村民勉力维持。
这一阶段，Y村耕地面积为 1 767亩，相对于上
一阶段，全村耕地面积增加约 250亩；人均耕地
面积为 0.60亩，与前一阶段基本持平。也就是
说，这一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是：面
对单一流向的劳动力输出现状，农村场域的行动
者不得不用非优势劳动力资源，最小程度地维持
耕作活动，失去了在集体灌溉方面的组织能力，
陷入基层治水的社会 —生态陷阱当中。
基层治水社会—生态陷阱的形成，导致农田
水利设施的生产服务能力急速下降，耕地有效灌
溉比从 0.66下降至 0.45②；农作物产量受到显著
影响，粮食年产量从 1 114万吨减少至 935万吨②。
此时，身处陷阱中的Y村村民，在机会上，当时
社会乃至政府内部普遍对水利工程持怀疑态度，
认为水利投入大、浪费大、效益差，以致在国民
经济的调整过程中，水利资金被大大削减[49]，八
五至十五期间，水利建设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比
例不断下降[50]。在意愿上，农民从起初的愿意付
出劳动积累工参与村委组织的集体水利建管活
动，在大量外出务工之后变为采取逃避集体行
动、搭便车的意愿取向。在能力上，农民的收入
状况、信贷能力和村财条件都处于较低水平，缺
乏资金投入能力[51]，水利建设所需的组织基础和
劳力投入缺失严重，剩下的妇女老幼没有能力开
展常规性的农田水利建管活动。所以他们只能采
取“结构性服从”策略来维持农业灌溉活动，由
此造成全村的农田水利建管水平呈现不断下滑的
趋势，水利设施长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已
①来自对Y村村民的访谈，2017年8月6日。
②见钦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钦州年鉴（1985-2015）》，广西民族出版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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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农田水利系统渐趋衰败、损坏严重。Y村早
前修建的 4座水坝及泵站，作为村集体资产依然
客观存在，但由于未能定期维护，仅有 1座大型
拦水坝尚能发挥效用，其他水坝及泵站均已无法
正常使用；村里干渠大面积淤塞或者损坏，部分
支渠、毛渠已经杂草丛生、泥沙淤积，此时包括
毛渠在内的可用渠道由 16公里缩减为 10.5公里，
使得耕地的有效灌溉比逐年下降，至 2011年仅为
47%。
（三）跳脱陷阱的尝试：税费改革后的基层
水利组织建设
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引发的城乡劳动力资
源和政策资源等分布的不均衡，使得集体经济时
代集体治水的基层治水机制无以为继，形成基层
治水问题的社会—生态陷阱。村民囿于机会、意
愿和能力三方面限制，只能采取“结构性服从”
策略组织日常农业生产活动，造成农田水利设施
缺乏日常维护而日益破败废弃，极大影响农田水
利系统的效率发挥。
针对这些问题，为了将村民从“结构性服
从”的社会—生态陷阱中解困出来，水利部、财
政部等多个部门在2005年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
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意见》。灵山县水利局当
年也印发了《灵山县关于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
制的实施意见》，提出以政府加大投入为契机，
加快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产权制度改革，形成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良性运
行机制，调动广大农民投资投劳开展农田水利建
设的积极性。Y村所在的平南镇这一阶段也积极
进行了成立用水户协会、水利工程市场化取向的
一系列政策探索。2009年该镇统筹投资 810万建
设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共建设三面
光水渠 15公里，拦河坝 4座。Y村村委也介绍
“2005年之后，当时是国家给材料，村里面自己
组织人生产”①。Y村也在 2007应上级要求成立
了用水户协会，“县里民办公助要成立协会才有
财政补助，成立以后投资就来了，不然我们农民
哪来的钱搞水利建设”①。
从机会维度来看，一方面，用水户协会成
立初期，倡导村民自我管理，财政也按照承诺
予以相关水利补助，为村民提供集体行动再组
织，积极挣脱基层治水社会—生态陷阱的机会。
另一方面，税费改革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水
利预算投入在财政总比例中太小，资金下达至各
村就变得杯水车薪。灵山县水利局干部表示：
“当时协会受益不是很普遍，有的多有的少，少
的只能受益一两百米。全县 100多万的民办公助
项目分下来各村委就很少了，所以只能做一点
点”②，Y村村主任也提到“当时，用协会申请
下来的专项资金也就够我们渠道硬化 200~300米
吧，很少的，都没怎么修，翻新维护（钱）就基
本没有了”③。
从意愿维度来看，政府嵌套性地使用“民办
公助”和“用水户协会”等政策工具，改变基
层治水场域中农民的用水和管水行为，依照规
定对有用水户协会的村庄予以专项财政资助，
这极大缓解了村民的出资压力，使得村民投工
投劳的集体行动热情被激发。Y村村委和村民
因此积极响应成立了协会，并申报对应的民办
公助项目资金，表现出较强的参与水利设施建
设与维护的意愿。
从能力维度来看，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带来
的水利工程招投标政策使村民无所适从。根据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水利部
令第14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要
求，达到规定所列规模标准之一的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必须进行招标；广西水利厅制定和下发《水
利工程建设项目重要设备材料采购招标投标管理
办法》，对招标、投标、评价标准与方法、开标
与中标等各方面都进一步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一
系列政策及其所规定的运作程序纷繁复杂，农民
的文化水平不具备识别、学习和运用招投标有关
管理规定的能力，进而没有能力据此展开小型农
田水利项目的招投标和建管工作。“村民也都想
做啊，但是资金要经过招投标程序，程序十分繁
杂”③。另一方面，Y村在灵山县属贫困村，没有
村级集体收入，据Y村村主任介绍，“村里没有集
体收入；村集体的果园没有人承包；铺面收入、土
地流转、征收直接给到农民，也不经过村里”①，
因此村里若想自修水利，也缺乏村财支持。
①来自对Y村村书记的访谈，2017年8月6日。
②来自对灵山县水利局李副局长的访谈，2017年8月5日。
③来自对Y村村主任的访谈，201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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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资料，我们看到，虽然政府通过鼓
励成立用水户协会、民办公助等政策干预，试图
帮助村民从基层治水的社会—生态陷阱中挣脱出
来，然而在后期却由于政府资金的缺位，使得政
策机会之窗的开启稍纵即逝。在基层治水村庄劳
动力短缺和资金不足的压力下，村民响应国家政
策成立协会和积极争取民办公助项目资金，希
望藉此摆脱基层水利日益凋敝的困局。然而，
囿于村财基础薄弱，村民自组织和招投标管理
能力不足等，加上劳动力与资金缺位，使得该
村没有能力修建水利。村里几乎无水利设施修
缮行为，各类型拦水坝也逐渐搁置，水渠因无
人清淤而堵塞；用水户协会的日常活动无人问
津，协会收不到水费也难以维持日常开支和正常
运营，以致该村用水户协会在当地民政部门组织
的社会组织管理考核中，因为各项指标不达标而
于2015年被取缔。
当用水户协会在制度层面被撤销以后，公
共灌溉设施目前均因年久失修而荒废，无法投
入使用；可用灌溉渠道长度严重萎缩；耕地有
效灌溉面积长期维持在 35% 左右的低效益水
平。村民只能进行个体灌溉活动，使用自行购买
的微型抽水泵从水田旁的小河沟里抽取水源勉强
维持农作物的灌溉需求。以上，我们看到Y村村
民在这一阶段最后采取的是“屈从”的应对策略，
政府的政策干预和解困尝试没能帮助他们逃出社
会—生态陷阱。
三、结语
本文根据社会—生态陷阱理论，试图理解中
国基层治水实践中，一个西南省份农业县的村庄
在治水方面陷入困境和试图摆脱困境的过程。
这个村庄的治水经历与中国近三十年来农村水
利政策形势的变化相互映射：不同的时代背景
下，村民的政策机会、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不尽
相同；在不同机会—意愿—能力的组合配置下，
村民应对社会—生态陷阱的策略不一，行为结果
自然有区别。
第一阶段，农民拥有充足的参与兴修水利的
集体行动的机会和充分的参与意愿及参与能力，
以“创新”的行动者身份参与水利设施建设的集
体行动，农田灌溉设施运作效果最好，水利设施
管护行动井然有序；第二阶段，基层治水的社会
—生态陷阱形成，农民没有机会，同时也没有意
愿和能力参与集体行动，只能采取“结构性服
从”策略，全村农田水利建管水平不断下降；第
三阶段，在政府的政策干预和相关努力下，农民
开始拥有积极挣脱社会—生态陷阱的机会，然而
由于政府资金的缺位，机会很快消失，同时农民
只有参与水利建设的意愿但缺乏相关的建设能
力，从“求变”者，逐渐演变为“屈从”的行动
者。失去了跳脱陷阱机会的农户，只能继续维持
现状，村水利公共设施因年久失修均已荒废。
从乡村基层水利社会—生态陷阱的历史嬗
变看，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和水利项目资金的
投入，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基层治水场域中的
“机会”变量，是改善基层治水困境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为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制度
保障。同时，我们需要关注到，政策干预和努
力不能完全克服社会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
均衡分布和总量限制问题，这使得有些制度未
能完全针对和解决对应社会阶段、经济条件下
的现实问题，而未能摆脱基层农田水利治理所
面临的社会—生态困境。因此，为了提高农田
水利绩效，相应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控应真正以
增进农户福利为导向，继续尊重并重视村民在
基层治水实践中的使用者主体性，加强村民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能力建设，完善用水户
协会等形式以激发村民的参与意愿，以水利产权
衔接和社会水利组织活力提升为重点，挣脱不可
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陷阱。
①来自对Y村村主任的访谈，2017年8月6日。
行动阶段
前陷阱时期
社会—生态
陷阱的形成
跳脱陷阱的
尝试
机会、能力
与意愿
有机会
有意愿
有能力
无机会
无意愿
无能力
机会逐渐消失
有意愿
无能力
反应类型
创新
结构性服从
求变→屈从
策略选择
—
维持
跳脱→维持
表2 基层治水社会—生态陷阱的流变与
村民应对策略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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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Water Conservancy’s Escape from the Social-ecological
Trap：In the Case of Y Village, Lingshan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ZHOU Qian1 ZHENG Lin-ying2 ZHOU Zhi-qiang2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Xiame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has increased its investment in th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However, public resource governance problems such as ineffective small-scale water
supply and low investment efficiency are getting more prominent. As the Social-ecological Trap Theory aims
to explain the reasons why unsustainable behaviors can’t be shaken off, it has a certain applicability in rural
China. By utilizing this theor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the villagers in Y Village, Ling-
shan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basic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policy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villagers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pre-trap,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eco-
logical trap and the final stage when they attempted to escape, but in vain. It notes policy is the key chance
variable helping escape from the trap.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erformance
needs to be targeted at farmers’welfare,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villagers as user in basic water governance
should be constantly respected and stressed.
Keywords: basic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the social- ecological trap; water conservancy policy; farmers’
welfare; Lingsh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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